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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语言”的观念与“乱语”的诠释

刘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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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维特根斯坦、乔姆斯基、戴维森等人曾先后基于不同理由对“一门语言”的观念提出质
疑。戴维森认为，约定论语言观对语言能力的描述需要遵循三条基本原则，这三条原则与人们对
“乱语”现象的成功诠释不相容。约定论语言观不能解释“乱语”的成功诠释; 共享的语言知识对

于成功诠释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如果认为一门语言是语言交流实践中双方必须共享的一个受制
于约定的规则系统，那么，交流的成功( 尤其是对乱语的成功诠释) 就表明没有这种意义上的“一门
语言”。从这个立足点重构的戴维森论证，既可以避免达米特和巴昂的解读缺陷，又能保留戴维森
语言哲学的一些重要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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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门语言”的观念

平常，人们很自然地说:“方先生‘懂几门语言’( 或者‘知道几门语言’‘掌握几门语言’) 。”这
一说法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绝大多数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接受。不管他们是基于乔姆斯基所说的
E－语言观念还是 I－语言观念①，“一门语言”通常都被认定为是一个合法概念，“掌握一门语言”这
个说法也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以达米特和乔姆斯基为例。在他们看来，设若有两个人在成功交流，则两个对话者有一点共同

之处:他们都掌握了一门语言，都知道如何使用这门语言。进而，为解释说话者的语言能力，乔姆斯
基会认为，他们大脑专司语言的机能( language faculty) 处于同样知道语言知识的成熟状态，装备了
同样的内部装置。达米特则会认为，他们对同一个意义理论具有隐知识，更具体地说，他们都知道
满足组合性要求的意义理论的公理以及相应的语力理论。［1］

质疑“一门语言”的观念对当代语言哲学家而言不是新鲜事。作为一种复杂的人类经验现象，
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划定一门语言的范围以及如何对语言进行个体化。在批评 E－语言观念的时候，
乔姆斯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一语言观念无法提供区分性标准以区分不同的语言。特别是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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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种情况:汉语中某些方言之间的差异可能远远大于欧洲一些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2］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也提供了一些不利于“一门语言”这一观念的理由。首先，在用游
戏来类比语言活动之后，语言游戏的家族相似特征就抵制赋予语言某种本质的理论态度，抵制试图

将语言从其用法中抽象出来做理想化、简单化思考的理论倾向。“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
活形式。”［3］既然语言或者说各种语言的殊例( token) 不过是日常生活过程中所使用的一套工具或
技法，它们受制于特定的实践活动，那么，抽象地谈论“一门语言”的“类型( type) ”就没有意义。其
次，“一门语言”必然要预设一种“完整性”的观念。“就他已从主张语言的本质在于模拟事实，转到
主张它乃是由不同技法构成的混杂物而言，语言的完整性这一观念已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
任何本质性的结构或功能，可作为界定完整性观念的参照物。”［4］

出于不一样的考虑，在论文《墓志铭的巧妙错乱》①里，戴维森通过对实际交流的一些特殊案例
进行考察，指出:“不存在被称为一门语言的东西，也不存在像很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认定的‘一
门语言’。因此，也就没有要学习、掌握或者生而具足的叫‘语言’的那种东西。我们必须放弃这样
一个观念，即语言使用者获得有一个被清晰定义了的共享结构。”［5］

不管是这一论断的效果，还是戴维森获得这一结论的方式，都曾让许多语言哲学家感到诧异。
达米特、哈金、巴昂、兰贝格等哲学家分别根据自己的理解讨论过戴维森的想法，但他们并没有取得
太多一致意见。下面，笔者希望通过对照戴维森的语言哲学立场和他想要攻击的约定论语言观，依
据文本分析铺陈戴维森的基本思路，然后以一种合理的方式重构其论证。约定论的语言能力刻画
方案不能解释人们对“乱语”现象的成功诠释，这是戴维森的论证所依赖的基本洞察。我们基于这
一判断作出的解读，比起其他若干解读有显然的优点———既不需要引入有争议的论题，又能最大限
度地保留戴维森由“乱语”现象的经验观察所获得的哲学洞见。

二、刻画语言能力的原则

通常认为，格莱斯( Grice，P) 的论文《意义》( 1957) 标志着意义研究的一个新纲领的出现，即在
探究一个陈述的意义时，从说话者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转向说话者的心智状态和心理内容。按照
格莱斯的想法，后者才是语句意义的最终来源。格莱斯首先区分了自然意义( natural meaning) 和非
自然意义( non-natural meaning) 。［6］②他认为，非自然意义才具有语义性质，这也是语言哲学研究关
涉的内容。在之后的论文里，非自然意义又被区分为语言意义 / ( linguistic meaning) 和说话者意义
( speaker meaning) 。语言意义指的是词句的字面意义( literal meaning) ，也被称为标准意义或约定
意义;后者指说话者使用这些词句时所蕴含的意义。在许多情况下，词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者意义
都能保持一致。不过，在诸如反讽、隐喻等语言现象里，二者会出现明显的分离。
对格莱斯的区分抱有同情，但不满意于“字面意义”这个概念，戴维森为他的诠释理论引入了

“第一意义( first meaning) ”的概念。所谓第一意义，指“在诠释的过程中应最先考虑的意义”。准
确地说，“第一意义”指“某特定言说者在某特定场合陈述的语句或语词的意义，如果该‘场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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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原论文标题为“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taphs”，与“A Nice arrangement of epithets( 修饰词的巧妙安排) ”发
音近似，但听话者可以在语境中给出这些语音符号的意义诠释。作者以之作为日常交际中口误、用词错误、谐音双
关等现象的一个典型例子，出现这些情况时，原则上，不必然会对听说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格莱斯注意到，“意义”可应用于不同的现象。如“这串足迹意味着熊进了山洞”，二者之间具有类似因果

关系的情况，格莱斯称为“自然意义”;再如，“手上的戒指意味着她结婚了”，格莱斯称之为非自然意义，在这种情
况下，意义同说话者的交流意图、意向性相关。用格莱斯的话说，自然意义是事实性的，非自然意义则不然。



及‘说者’和‘听者’都处于‘标准’或者‘常规’的情况下，则第一意义便可以通过查询基于实际用
法的字典( 如 Webster's Third) 而获知”。［7］反之，在非常规的情况下，或者说当说话者意义和字面意
义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识别第一意义的最好办法则是通过说话者的意图。
基于这一概念，戴维森概括了三条基本原则，按他的判断，正是这三条原则支撑着为众多哲学

家和语言学家所接受的语言观念以及对语言能力所作的刻画。它们分别是: ( 1 ) 第一意义是系统
性的。一个具有语言能力的说话者或诠释者能够根据一个陈述的组成部分的语义性质以及该陈述
的结构对该陈述作出诠释。这要成为可能，诸陈述的意义之间就必须具有一种系统的关系。( 2 )
第一意义是共享的。说话者和诠释者要能成功并且经常性地进行交流，他们就必须共享一个类似
于( 1) 所描述的诠释方法。( 3) 第一意义受通过学习获得的约定或规则的控制。说话者和诠释者
的系统性知识和能力是在需要进行诠释的场合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的，并且本质上是一种约定。［8］

针对这三条原则，戴维森提示了一般性的疑虑。比如，“通常，同一个语词在不同的语句中能
担当不止一个的语义功能，因此，诠释者对出现该语词的语句的诠释就不能由诠释者的语言能力所

包含的规则唯一地确定。尽管陈述所出现的语境的其他特征能够帮助诠释者给出唯一正确的诠
释，但要具体地阐述出相应的规则来减轻这种模糊如果说不是不可能，至少也非常困难。”［9］又比
如，“并不存在一条将语言场合中的意义与在该场合中出现的语句序列联系起来的严格规则。”［10］

这些疑虑与上述一般性的解释语言能力的理论企图相关联，按照一些有影响的观点，获得语言能力

不过是掌握了一套句法规则( 或者一个意义理论) 。
特别值得讨论的是，上述原则是否充分地描述了语言能力? 戴维森的回答是否定的。考虑他

的两个例子:对于语句“他们结了婚并且生了孩子”与“他们生了孩子并且结了婚”而言，诠释者一
般能意识到两个句子的区别;在语句中分别使用“并且”和“但是”可能产生的不同蕴含，诠释者同
样也可能清楚。在戴维森眼里，于后者，“没有什么不与语言知识为伍的常识能让诠释者认识到
它”，［11］但对于前者而言，诠释者能做的这些事情并不属于基本的语言能力，也许至少包括对社会
习俗的了解———比如，生了孩子再结婚的行为不太合乎中国的传统习俗或在法律上不恰当。
格莱斯曾致力于探究支撑我们推测语句蕴含意义的能力的一些基本原则。要进行成功交流，

说话者似乎最好知道这样一些原则，然而，对语言能力的描述是否应该包括关于这些原则的知识，

这一点尚没有一致意见。一方面，这些原则表达了我们希望诠释者应该具有的一些技巧，没有这些
技巧，交流就会极大地受阻;另一方面，这些原则是一个聪明人能在毫无训练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

东西，没有这些原则，并不影响人们的生计。［12］

应该说，这几条原则面临的解释性困难不是戴维森讨论的重点。通过对实际的语言交流进行
考察，他认为有一类重要的语言交流现象不能为上述原则所容纳，因此，需要放弃基于这三条原则

之上的“语言”观念以及对语言能力的描述，特别是需要放弃原则( 3) 。

三、“乱语”的诠释

戴维森关心的这一类语言现象包括口误、双关、反讽、语词错用、仿词等。仅仅示区别于语言的
常规用法( 也许这么说很可疑) ，我依照戴维森的用法，从成语“胡言乱语”中切出后两个字，毫不带
贬义地将它们统称为“乱语( malapropism) ”。① 它们之所以引起戴维森的兴趣，主要在于这个事实:
“听话者能毫无困难地按照说话者所意图的方式去理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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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用达米特的术语，则可以分别称之为语言的“标准( standard) ”用法和“例外( exceptions) ”。



确实，当我们听到一个口误、一个无意带有语法错误的句子、一个有意的诙谐说法、一个新出现
的习语或者某种语境下改变了语词意义的非常规用法，我们都能正确地理解说话者意欲传达的意

思。比如说，当一个小媳妇亲昵地说出“恨死你了”时，她的爱人会觉得如喝了蜜一般甜;一个相声
演员说出“人人死而平等”的台词时，理解了的观众立即报以会心的微笑。这类现象，在戴维森看
来，“给语言能力的标准描述带来了威胁”。［14］

在出现乱语的诠释场景中，诠释者是如何理解这些表达式的第一意义呢? 问题是，诠释者对这

类语言现象的理解绝对不是基于预先装备了的知识，或者根据某种事先的“约定”或者“规则”。换
言之，这一类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并不是由通过约定建立的联系得到规定。如果语言能力的标准描
述所遵循的原则与这些现象不相容，那么，这些描述语言能力的原则就要得到修正。
根据原则( 1) ，诠释者必须在掌握了有限数量语词的基础上，学会不同词汇项的组合方式。因

此，面对任何一个新的语句，诠释者能根据它所包含的语词和语词之间的组合方式来确定该语句的

意义。简言之，语言的系统性和组合性要求我们给语言能力一个递归性的解释。① 在诠释理论的
框架下，说诠释者掌握了一个“诠释理论”就是为诠释者的语言能力建立这样一个模型。当然，考
虑到这个事实，即“没有人拥有用于诠释任何自然语言的说话者的一个完全满意的理论的显知
识”，［15］戴维森不认为一个描述诠释者语言能力的理论必须成为诠释者的命题知识; 同时，他也否
认这样一个理论必须是关于说话者心智运作的理论。换言之，一个理论模型不必要成为心理实在。
要求语言交流的双方共享一些东西，原则 ( 2 ) 的这个方面为戴维森所同意。不过，他坚持认

为，对成功交流而言，需要为诠释者和说话者共享的是，他们对说话者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的理解，

原则上并不要求他们共享一门语言。
原则( 1) 和原则( 2) 与戴维森的乱语案例并无逻辑上的不相容，虽然他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提

出异议。然而，倘若结合原则( 3) ，真正的困难便出现了。
关于语言的意义，达米特帮助我们看到这样两幅由语言哲学家给出的图景。图景( 1) 里，语词

具有不依赖于说话者的意义;图景( 2) 里，是说话者将意义赋予语词，意义总同说话者的内部心智
操作相关。［16］自然，这两幅图景都在某些地方过于粗糙，不过，大多数语言哲学家仍在这两个图景
的基础上工作。
就图景( 1) 来说，语言的社会约定特征被认为是最本质的。约定论的语言观可以在柏拉图的

著作里发现它的源头，在当代哲学家中，从刘易斯到达米特、米丽肯等人的著作，这都是最鲜明的主
题。符号和它所指称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并不由语词或指称物的某种内在性质决定，相反，它们的联
系具有任意性的特征，在这个较弱的意义上，大多数哲学家都会同意约定论的观点。不过，倘若认
为约定是语言最本质的特征，语言的意义、句法都是出于约定，则会遭遇反约定论者的抵抗。
欣赏图景( 2) 的哲学家大抵沿袭自格莱斯以来的传统，诸如说话者的意图、欲望等命题态度，

心理表征、心智运算等东西( 它们被刘易斯讥讽为“心智的隐密操作”) 被认为是意义的最终来源。
这些哲学家偶或称自己为“新格莱斯主义”或者“反约定主义者”。他们否认通过约定能够给出潜
在无穷多的语句的意义，［17］甚至质疑约定对于语言意义是否必要。
显然，原则( 3) 是那些坚信图景( 1) 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持有的信念，而戴维森和达米特分

别站在不同的画板前。后者认为，“语词自身具有独立于说话者的意义”; ［18］戴维森则认为，语句意
义同说话者的意图和信念密不可分。“没有约定的交流”是戴维森在《交流与约定》( 1984) 里就已
经论证过的主题。《墓志铭》当然可以看做是这个主题的一个拓展，它同样沿袭了彻底诠释模式以

·55·

第 1 期 刘小涛:“一门语言”的观念与“乱语”的诠释

① 关于“递归”的理解有些分歧。按照达米特的建议，戴维森的“递归”意指“以归纳的方式阐明( specified in-
ductively) ”。( cf． Dummett，M．，1986，P． 459)



及由彻底诠释引出的反约定主义的语言观。
戴维森给出的对诠释过程的简化描述是这样的:“在语言加工的任何时刻，诠释者都有一个理

论。……我假定，诠释者的理论会根据他所能获得的证据进行调整，这些证据包括:说话者的性格、
衣着、性别、社会地位，以及任何其他通过观察说话者的行为( 语言行为及其他) 能够获得的信息。
听到说话者的话之后，诠释者会调整他的理论，关于名称的新假设，对那些熟知的谓词的新解释都

会帮助诠释者在新证据的基础上对语句的旧有诠释作出修正。”［19］

在简化的交流模式里，要紧的是，“我们用以诠释一个语句的理论总是与特定场合相链接。”［20］

正因此，从诠释主义( 建立一个关于诠释者的理论模型) 的立场出发，戴维森将诠释者在诠释过程

中所运用的理论称之为“即时理论”，以区别于“先在理论”。① 可以从说话者和诠释者两个不同角
度理解这个区分。对诠释者来说，先在理论是他在准备对说话者的一个语句作出诠释之前已经具
备的东西，而即时理论就是他在诠释过程中实际如何做的;说话者的先在理论，就是他相信诠释者

的先在理论会是什么样子，而他的即时理论就是他在意图上究竟希望诠释者如何做。［21］②

接受这一区分，同时接受上述原则( 1 ) 和原则 ( 2 ) 的话，戴维森论证的结果是必须放弃原则
( 3) 。理由在于，在说话者和诠释者没有共享先在理论的情况下，交流仍可以顺利进行，“对成功交
流而言，要求被共享的仅是即时理论。”［22］而一个即时理论既“不对应于诠释者的语言能力”，也
“并不是任何人( 也许一个哲学家除外) 愿意称之为一门自然语言的一个理论”。“说‘掌握’这样
的一门语言是无用的，因为知道一个即时理论只是知道如何诠释特定场合下的特定话语。我们也
不能说，这样的一个语言( 如果愿意如此称呼的话) 是学来的，或者受制于约定。”［23］

即时理论当然不是我们往常称为“语言”或者“语言能力”的东西，那么，先在理论又如何呢?
戴维森争论道:“一般说来，先在理论既不为说话者和诠释者所共享，它也不是我们通常愿意称之
为一门语言的东西。”［24］首先，先在理论和日常语言观念的区别因这个事实而显得清晰，即针对不
同的说话者，诠释者会持有不同的先在理论，尽管这里的不同还不像即时理论一般，但它同样依赖

于诠释者对说话者的了解程度。其次，在多数情况下，先在理论也不必然需要为交流双方所共享，
换句话说，共享一个先在理论不是成功交流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可以把这一点视为戴维森的彻
底诠释模型的直接结论，对于田野语言学家而言，他的成功诠释并不要求他共享和说话者一样的先

在理论，他需要戴维森意义上的宽容原则和对说话者的“持真( holding-true) ”态度的确认。因此，
从实际交流( 尤其是乱语现象) 的考察看来，“就交流得以成功而言，诠释者和说话者共享的东西不
是预先学会的，因此，也不是他们事先已知的受制于规则或约定的一门语言。相反，诠释者和说话
者知道的东西并不( 必然) 被共享，因此，就不能是一门受共享的规则和约定控制的语言。”［25］

简言之，说话者和诠释者在交流过程中用于语言理解的一般性理论，戴维森称之为“先在理
论”。他从正面论证了这一点:在日常的交流场合里，诠释者总是需要依靠特定场合的某些特征以
及对说话者的意图进行揣度，不断将“先在理论”调整为一个“即时理论”，以适应于特定交流场合
的方式进行有效地诠释。
综上述，戴维森的主要论证，可以重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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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于《信念与意义的基础》，戴维森的最初表达为“a socially applicable theory”，当说话者把这个一般性的理论
应用于具体的说话者言语时，需要把一般性理论精致化，其结果就是后来被称为“即时理论”的东西。虑及他的这
个想法，可见，达米特将它们分别称为“长期理论”和“短期理论”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对于这个区分，存在理解上的争议。照哈金的理解，先在理论是对话双方在说话之前具有的一个理论，在

对话过程中，它不断演变为即时理论;而在达米特看来，戴维森的真正意思是，先在理论和即时理论都会在对话过
程中不断得到修正。笔者倾向于接受达米特的理解。( cf． Dummett，1986，p． 459)



( a) 说话者对乱语的成功诠释表明，共享的约定知识( 规则) 对于成功诠释而言并不充分。
( b) 彻底诠释模型表明，共享的约定知识( 规则) 对于成功诠释而言并不必要。
( c) 成功交流所需要的先在理论和即时理论都不是“一门语言”。
( d) 需要放弃原则( 3) ，并且，放弃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受制于约定( 或者规则) 的知识系统

的“一门语言”概念。

四、两种另选解读

《墓志铭的绝妙错乱》究竟主旨何在? 哲学家们的判断各不一样。照哈金的观点，它直接否认
的是“一门语言”这个概念以及相联系的“掌握一门语言”“语言 L 的真理概念”等说法。［26］依据另
一些学者给出的理解，没有一门语言的主张相当于说，“一门语言”这个概念对于语义学以及交流
理论而言没有什么理论地位。一旦我们在真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戴维森式的交流理论，“意义”
“指称”“一门语言”这些概念就都是可以踢掉的梯子了。［27］此外，也有学者把戴维森的观点理解成
“他对诠释的解释导向关于能够给理解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的怀疑论”。［28］

相应地，对于戴维森提供的论证，不同的眼光也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据我所知，当代哲学文
献至少还提供了两种解读:一种是巴昂式的解读;另一种是达米特式的解读。按照巴昂的判断，戴
维森论证的根基是某种形式的不确定性论题。达米特的解读则依赖于对语言哲学核心任务的判
断。对这两种解读，我们都可以找到拒斥的理由。
在一个评论里，巴昂等人将戴维森的论证重构如下:

( 1) 判断一门语言的同一性的唯一标准是看是否能将一个唯一的真理理论运用于其上。
( 2) 在诠释某个体的话语时，总可能存在多个成功的真理理论，并且，没有据以判断哪个真理

理论为正确的事实。( 诠释的不确定性)
因此，

( 3) 对于给定说话者说的究竟是什么语言这个问题，总可能有多个回答，并且，没有据以判断
说话者说的是什么语言的事实。
但是，

( 4) 如果存在叫“一门语言”的东西，那么就有据之可以判断说话者说的是什么语言的事实。
所以，

( 5) 没有叫一门语言的东西。［29］

经过巴昂重构的论证颇难令人信服，最明显的理由是前提( 2) 还需要辩护。一方面，戴维森确
实承认诠释的不确定性———即已有证据总允许诠释者将多种可能的语言归属给说话者;另一方面，
他又认为这对于有效诠释而言不会“十分严重”，外部证据和对说话者持真态度的确认可以帮助诠
释者作出成功的诠释。后者至少让人警醒———不宜轻易地从前提( 2 ) 推出( 3 ) 来，毕竟，否认语言
事实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反实在论的语言态度，我们确实不知道有任何理由表明戴维森会是一个

反实在论者。
显然，巴昂的重构依赖于诠释的“不确定性”。按我的意见，戴维森对“乱语”现象的分析以及

以之建立的一般诠释模式不需要依赖于诠释的不确定性论题。更进一步讲，我还特别想强调，《墓
志铭的绝妙错乱》和戴维森早期诉诸“塔斯基式的真理概念”的语言研究之间有些距离。
当戴维森讲“( 乱语现象) 威胁着对语言能力的标准描述( 包括我本人需要负责的那些描述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

( 着重号是笔者所加) ，［30］我以为，戴维森想的就是自己早期所构想的诠释模型: 当 A 和 B 在用汉
语( 或两种不同的语言) 进行交流时，A和 B共享一个关于汉语( 或两种不同的语言) 的塔斯基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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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理论( 诠释主义的进路不要求这样的真理理论成为 A和 B 的命题知识) ，该理论为汉语( 或被
诠释的语言) 的每一个语句给出 T等式( 根据成真条件意义理论的信条，这也就是给出意义) 。对
根据“乱语”现象建立的诠释模式而言，真正关键的是“即时理论”，而不是“共享”的某种理论结
构，后者恰恰是《墓志铭的绝妙错乱》要攻击的东西。对于“即时理论”的建立，外部证据和“宽容原
则”仍然起作用，但“诠释的不确定性”却不是论证所必须要的东西。
值得补充的是，巴昂等人重构的论证是基于兰贝格( 1989 ) 的理解所作的发挥。对这一点，我

们赞成皮晁斯基( Pietroski，M．，1994) 的判断———戴维森确实很无辜。［31］

在达米特看来:“戴维森的论证是这样的。为了解释乱语、异常以及不熟悉的用法等等他感兴
趣的语言现象，我们需要先在理论和即时理论( 或者，照我的说法，称为长期理论和短期理论) 。这
些装备也能充分解释一般性的语言交流。但是，长期理论和短期理论都不能被描述为关于一门语
言的一个理论。因此，语言哲学就根本不需要一门语言这个概念，它要的只是语言。”［32］

但是，这一解读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在这种理解下，完全看不到戴维森对约定论者的攻击，

换句话说，约定论者刻画语言能力的原则( 3) 在论证中完全不起作用。如前述，按我们的理解，这
是戴维森的主要攻击目标。其次，达米特以自己的方式扭曲了戴维森的论点。这一扭曲的源泉在
于戴维森和达米特之间一个广为人知的争论，即意义理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达米特声称自己
致力于“意义理论研究( the meaning theory) ”，戴维森则乐意谈论“一个意义理论( a meaning theo-
ry) ”。根据达米特的意见，语言哲学关心意义理论( 不是翻译手册，翻译手册已经预设了对一门语
言的掌握，诉诸表达式的意义相同也无助于说明什么是意义) ，一个意义理论应该通过阐明语言

獉獉
的

任意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来揭示什么是意义。正是基于对语言哲学任务的这一独特理解，才使得他
将戴维森的论证结论解读为———旨在表明语言哲学

獉獉獉獉
并不需要“一门语言”这个观念。如果以戴维

森的方式来理解意义理论( 以 T语句给出一个对象语言的所有表达式的意义) ，这样的一个结论就
不可想象。尽管人们已经指出，戴维森的论点同他的其他一些哲学命题不融贯，由此造成了自我毁
灭的效果。① 但是，在《墓志铭的绝妙错乱》里，戴维森本人只承认( 或者说只意识到) 乱语现象为
语言能力的标准描述方案( 包括他自己的方案) 带来威胁，这一说法显然不意味着他诠释主义的意

义理论研究进路有什么改变。

五、结语

讨论乱语现象，戴维森的目标当然不仅仅止于建立一个乱语的诠释模型。毋宁说，通过讨论这
些异常的现象，他想要获得关于语言理解的一般性见解。一个诠释性的意义理论无助于说明意义
( 假定达米特对戴维森的这个批评是对的) ，同样的道理，既然一个诠释理论需要预设诠释者对语

言的掌握和使用，因此也就无法说明诠释者的语言能力。尽管这样，如果将戴维森的论证理解为是
对约定论者关于语言能力的描述原则的攻击，我们就能从中获得一个最基本的教益———如果认为
一门语言是语言交流实践中双方必须共享的一个受制于约定的规则系统，那么，交流的成功( 尤其

是对乱语的成功诠释) 就表明没有这种意义上的“一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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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针对戴维森的一个常见批评是:既然他的主要哲学目标之一在于，用一个关于真理概念的递归理论作为基
础来为自然语言提供意义理论。如果像他所说，“并不存在‘一门语言’”，那么，这一哲学目标就是无的放矢。并
且，他对约定 T的借用也变得不合法，因为，塔斯基正是要用约定 T 来刻画对象语言 L 的真理概念，而对“一门语
言”概念的拒斥使得谈论“语言 L”变得自相矛盾。总之，戴维森在《墓志铭》里提出的论点会严重损毁他自己的大
部分哲学工作( cf． Hacking，I．，1986; Bar-On，D．，＆ Ｒisjord，M．，1992) 。



倘若我们的判断不错，看起来，较之巴昂和达米特的解读，我们的解读就有些显然的优点。它
既不需要引入有争议的前提，也不需要强加给戴维森以额外的理论追求。以“如果……那么……”
这样的句式作为戴维森论证的结论，似乎弱化了它的冲击力，但这种弱化只是心理上的。约定论语
言观与乱语诠释的经验描述之间的相悖，确实要求语言哲学家更好地理解意图在语言理解中的作

用，并且要求一种更稳健的关于语言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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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retation of Malapropisms and the Notion of a Language

LIU Xiao-tao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 Some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like Wittgenstein，Chomsky，and Davidson，doubt that the notion of a
language is not well-defined． In 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taphs，Davidson even argues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lan-
guage．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asonable reading of Davidson's argument． According to this reading，the basic insight of
Davidson's argument is that the successful interpretation of malapropisms is incompatible with three plausible principles con-
cerning the description of linguistic competence． The successful interpretation of malapropisms defeats the idea that the sys-
tematic knowledge or competence of a speaker is conventional in character． Furthermore，compared to other two alternative
readings，the paper argues that this reading has some advantages．

Key Words: a language，Malapropisms，Davi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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